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是近年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为淮河流域史前文明的研究提供

了很多新知，发掘报告体现了科技方法全方位的支持，成就了多学科研究的成果[1]。多

学科合作，这曾是前辈考古学家的“梦”，1983年尹达为《史前研究》创刊号作《衷心

的希望》，说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社会劳动实践在中华大地留下一部极其丰富、珍贵的“

无字地书”，但是只有通过“史前考古学家的认真整理，经过各个有关学科的密切配

合，才能够逐步把真实的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翻译成可读的史书”，并且反复强调各个

有关学科的学者要密切配合，“从各个学科角度，深入探索下去，使祖国有文字以前的

社会历史的本来面貌再现于世。”

禹会村遗址是一处大型而单一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至少50万平方米，揭露出一

座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主体部分有一正南北方向、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白土覆盖

面。14C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200年前后，发掘报告参证周边

遗址年代，提出禹会遗址龙山文化年代大致跨越距今4500～4000年，约略涵盖“大禹治

水”的时代。安徽蚌埠相传是禹会诸侯之地，可以得到传世文献的支持，因此，蚌埠是

否是“禹会诸侯”的脚踏地，引起不少关注，发掘报告也结合文献记载对遗址的性质及

在文明探源中的意义进行了分析，但仍可以从历史学、文献学角度再作一些补充。

一　神话与信史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曾被认为是“传疑时代”，甲骨文的

发现不仅印证了《尚书》所谓殷人“有册有典”不是虚言，还印证了《史记·殷本纪》

商王世系，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不是神话，而是信史。而从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文化向上

追溯，找到了中商、早商，乃至先商文化，不仅从考古学上基本厘清了这一支古族的来

龙去脉，而且确认了夏代晚期都城及其文化——二里头文化，证实夏王朝的存在也是信

史，并为寻找早夏、先夏的历史奠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夏商王朝的存在是信史，不等于有关夏商的记载都是可信的史料，宋代金

石学著作中，已反复强调研究目的是“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

误”[2]、“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3]故能“正讹谬

去取褒貶”，“订史氏之失”[4]。1948年初，在南京北极阁举行的中研院纪念蔡元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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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讲演会上，考古学家李济作了《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的讲演，也强调上述吕大临

为古器物学制定的三个目标，均是现代古器物学家应该继续追求的[5]。可见以传世文献

与出土文物互证，不断为构建信史提供真实可信的史料，是我们的史学传统。而文明探

源追索的尧舜禹时代只留下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不是信史，只是保存了真实历史的影

子，更须如徐旭生先生所说要考察相关记载的等次性，并“洗刷掉它那神话的外壳，找

出可信的历史核心”[6]。

例如“尧舜禅让”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禅让”是对氏族制度下领袖人物产生办

法的概括，它的基本特点不在于继任者是否出于同一家族，而在于任何人都没有法定的

继承权，继任者要经过公众的推举或议事会的认可。它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严

峻的生存斗争要求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组织公共事务的才能和原始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

而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禅让制也走到了尽头，尧舜禹时代，权力之争日趋激烈，但是

要改变长久以来流传的习惯法不是轻易的，也不可能没有斗争，只不过往往是打着维

护禅让制的旗号，也正因此，全盛时期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以“尧舜禅让”的“美

谈”流传下来[7]，它保存了真实历史的内涵，却又有所缘饰，为了强调禅让制时代对领

袖人物的品格要求，以及推举条件不以社会地位为转移，给舜安排一个父顽、母嚣、弟

傲，且世代“微为庶人”的身世 [8]。

实际上舜属于一煊赫的古族，有谱系流传下来，在古史传说中不仅“虞夏商周”往

往并提，虞舜先世虞幕也曾与夏、商、周三族的男性名祖夏禹、商契、周弃并论。而瞽

叟更有功于尧乐，在超越血缘纽带的联合体中，其族可能世代执掌“瞽”或“瞽瞍”之

职[9]，这启示我们即使见于《史记》记载的古史传说，也不能简单的一概视为信史，而

只有辨清其“可信的历史核心”后，才能为构建信史提供支持。正是在梳理虞舜系谱的

基础上，前辈史学家早已提出应对夏王朝建立以前的虞舜时代社会性质“探个究竟”，

如1956年杨向奎先生发表《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2002年王树民先

生发表的《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虞朝》[10]。而禹会村的发现，揭示出如此大型的仪礼性

建筑、如此大土方量的工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为“夏商周以前还有一个虞朝”提供了

实证，提示我们夏王朝建立以前，已出现的一些地区性社会结构的形成、规模、性质等

问题有待深入具体分析认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禹会村遗址发现的意义已远

远超过了这里是否曾为古史传说中的“大禹”脚踏地的讨论。

禹会诸侯的传说，在传世文献中很多见，较早是见于《左传》、《国语》中零星散

漫的记述，正是徐旭生先生所说是未经系统化、带有原始性、可列入“一等”的资料[11]，

如：

《左传·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

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坠会稽，获骨焉，节専车。吴子使来好聘……旣彻俎

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羣神于会稽之山，防风

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専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

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氏何

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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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

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

这是可信性较高的古史传说，将有关“禹会”的两段话放在当时语境中考察，显然

带有“神话的外壳”，尤其是后者——前者只是众大夫列举大禹时代反对攻打小国，而

在《国语·鲁语》中，防风氏已上升为封、嵎之山的神守，故“致羣神”的禹也必有神

格，《大戴礼记·五帝德》还记孔子答“宰我曰：请问禹”的一段话，最后说到禹“廵

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虽然在先秦诸子中，也有将他们还原成

人的，如《韩非子·饰邪》作“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但

是《史記·夏本紀》、《淮南子·汜论训》都保有禹“为山川神主”、“死而为社”的

记述，这不是说三皇五帝和禹等原是“神”或“神物”，因为作为彼岸世界的神不过是

此岸世界的翻版，人世间有功烈于社会、倍受尊崇的领袖人物往往升格为彼岸世界的尊

神，直到商代，死去的商王不仅能够配享天帝，且有王帝之称[12]。所以，《鲁语》所载

的古史传说的“神话外壳”，反映可能保有更多的原始性。

然而，要使传说能够成为构建先夏或大禹时代信史的支撑，仍需要对这一组记载作

进一步讨论。

二　“禹会诸侯”与大禹治水

首先古史传说中“禹会诸侯”的可信性应是没有问题的。《左传·昭公四年》载“

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

穆有涂山之会”，更早还有黄帝“合符釜山”说，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可见盟会

是一种古俗，在我国古代社会源远流长，1981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出距今五千

年的大型建筑基址F901，房屋结构为前堂后室、左右两厢，建筑考究，前室正中有一直

径超过2.5米、残高0.5米的巨型火塘；房前地坪有两排柱洞、一排青石块，分六堆，外径

0.5～1.05米，整个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研究者联系出土器物，推测当为举行头人会议

或盛大宗教仪式的场所，该遗址至少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脑驻地[13]，也有研究者推测，

房前的附属建筑或许是与前来盟会部落相关的遗存。无论如何，大地湾的考古发现证实

了五千年前已有了超出氏族、部落的盟会祭祀活动。

至于禹会之地——涂山地望，正史的注释多以为在蚌埠的怀远，多数学者亦主此说[14]，

但也存有不同看法。“涂山”在《大清一统志》中，列有五处，即鳯阳府之涂山，在懐

逺县东南八里淮河东岸，亦名当涂山；河南府三涂山，又称嵞山，在嵩县西南；绍兴府

涂山，在山阴县西北四十五里；重庆府涂山，在巴县东一里；忠州涂山，在州东南八十

里。除忠州涂山外，都有禹的传说，此外还有宣州当涂说、四川汶川说。如今，在长久

流传着禹会诸侯传说的蚌埠禹会村，又发现了相当大禹时代的大型祭祀台基址，证实在

这里确曾发生过类似“禹合诸侯于涂山”历史事件。

但是从上古的盟会来看，商湯景亳之会是在商都北亳举行的，因有景山而得名“

景亳”，在今山东曹亳附近，正在发祥于漳水流域先商族沿太行山东麓拓展南下，到达

豫东之迁徙的路线上，是商王朝建立前后的政治中心；夏启享诸侯的钧台在河南阳翟县

南，今河南禹州市，相传曾为禹都，也应是夏人早期的一个活动中心。武王伐纣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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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孟津之誓”，是因为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孟津在其势力范围以内；成王大蒐

于岐山，康王酆宫之朝都是在西周王朝的腹心地区，穆王会涂山时，西周王朝的统治是

夏商时无法相比的，更早于夏商时期的禹何以能到远离自己族群的活动中心，到淮水边

的蚌埠主持盟会？据此，嵞山说似不宜轻易否定。当然也有另一种推测，即如一些学者

所提出夏王朝的发祥地很可能就是蚌埠涂山，由于我们对禹啓之族先世的发祥地及活动

地域尚缺乏认识，对“龙山时代”社会历史面貌也认识不足，所以还需要大量踏踏实实

的工作才能论定。

第二，禹会诸侯，杀戮防风氏也是有可信性的。考古学已多次揭露出四千多年前已

经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禹虽不是夏王朝的缔造者，却也是一位金字塔顶端的人

物，保存在《墨子·兼爱下》的《禹誓》，有“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表明他曾率“

众邦国诸君”出征有苗[15]，从启伐有扈氏的《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

社”，显示出啓之时，金字塔顶端人物的权威，所以禹会诸侯戮防风氏是可能的。

杀戮防风氏、会诸侯之地在文献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国语》分别称之为“

涂山之会”与“会稽之会”，但是前人也往往将其视为同一历史事件，如《周易》比卦

作“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高亨解释说：比，卦名，其下记

古人举行大享之祭时曾筮遇此卦。占问长期之休咎，遇此卦则无咎。“不宁方来，后夫

凶”疑即记禹杀防风氏的故事[16]。这是唐宋以来易学著作较为常见的一种观点，且往往

将杀防风氏与“涂山之会”直接联系在一起。如[唐]史征《周易口诀义》解释比卦爻辞“

上六比之无首凶”，称“所以凶也，若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禹乃戮之，此之

谓也。”[宋]冯椅《厚斋易学·易辑传》引“胡翼之曰：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独

防风恃强而后至，为禹所戮，此后夫凶之验也。”[元]李简《学易记》引“雷氏曰：禹

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而被诛，后夫凶也”。甚至史书也有类似说法，如

[元]郝经《续后汉书·列传》魏臣郭淮传也有“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

戮”说。这不仅意味着《左传》、《国语》两条资料很可能就是一回事，“会稽之会”

亦即“涂山之会”；还启示我们诛杀防风氏，可能是史前时代文明进程中一个重大历史

事件。

周易爻辞中保存了一些历史典故，如王亥丧牛于易、殷高宗伐鬼方、先周震用伐鬼

方、商末帝乙归妹文王亲迎等，1929年顾颉刚发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曾加梳理，

学如积薪，八十多年来，这些典故的内涵、在历史进程地位日益清晰，其中不乏历史转

变关头的、带有标志性的事件，《史记·龟策列传》有“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涂山

之兆”，显然指禹会涂山、戮防风氏。夏启攻益，建立了“家天下”夏王朝之前，如何

得“涂山之兆”，已不得而知，但行大事前必贞卜神谕的古俗是没有疑义的，龙山晚期

的占卜遗存今已有不少考古发现。禹会涂山杀戮防风氏与氏族制度衰亡过程中王权的蜕

变是否相关联，值得今后进一步考究。

第三，在古史传说中它是“禹会涂山”的前提是“大禹治水”，文献记载和民间传

说很多，学者们看法也很多，有研究者根据传世文献勾勒出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但奇

怪的是考古发掘清理出过水沟、水稻田、可能用于养殖的水坑，却从未发现过传说中“

大禹治水”的遗迹，难免使人对这一古史传说的可信性感到怀疑。但另一方面，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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燹公盨铭文的发现预示《吕氏春秋》关于禹的功绩曾“铭乎金石，著於盘盂”的记载不是

虚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主要内容可以分解为“殛鲧兴禹”、“敷

下土方”、“随山濬川”、“万国为治”、“皇天嘉之,祚以天下”五个环节，正与燹公

盨铭相表里[17]，而且再次证明传说所谓鲧、禹的成败是因为治水方法不同，不足为信。

尤其是将其放在考古学提供的距今四千年以前的历史大背景下，还可以发现，那个时代

虽然不可能有后人所理解的“禹贡九州”，但在黄河长江流域确实已经存在了若干源远

流长的人文地理区系[18]；不可能有“四隩既宅”，但“许多新的地区，特别是原来河湖

沼泽的低地，由于环境变迁被开发利用，存在于仰韶时期各文化区之间的空白和缓冲区

与迅速消失”；不可能有“四海会同”，但龙山文化时代的诸文化确实呈现出了“相互

之间文化特质更为接近”的现象[19]。通常说的“厎慎财赋”、“中邦锡姓”，是随着统

一王朝的形成才产生的，然而在龙山时代的后期，确实形成各个地区文化辐凑中原之势
[20]。这一切都表明“大禹治水”的传说不仅保存了真实历史的影子，而且是中华文明形

成过程中，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有待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和解读，而当前对于淮河

文明的“个案”研究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三　禹墟和禹娶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除了提出要注意资料的等次性外，还强调“使

用古书时必须检得原书原文，忠实录出。如引用后代研究人的补缺或正误，也应该详细

注明引用何人、何书，在何卷中，以便检寻对证，不能据一家之言，妄改古书”，这很

重要。例如人们推测蚌埠禹会村遗址或可能就是“禹会涂山”的历史舞台时，进行多方

面的分析，但其中重要的文献支持之一是该地有“禹墟”之称，见于两条史料：

《汉书·地理志》：九江郡  当涂，侯国。莽曰山聚。[唐]颜师古注：应劭曰禹所娶

塗山，侯国也。有禹虚[21]。

《水经·淮水》：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又东过当涂县北，

濄水从西北来注之。[北魏]郦道元《注》：淮水自莫邪山，东北径马头城北，魏马头郡

治也，故当涂县之故城也。《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县即其地也。《

地理志》曰：当涂，侯国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汉以封之。王莽

更名山聚也。

第一条《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曰”，据今所见似为“禹墟”一名在传世文献

中的最早的出现，即时当东汉晚期，后，[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濠州“塗山”下曾加援

引[22]，（乾隆）《江南通志·輿地志·山川》也有“塗山在怀逺县東南八里，与荆山两

岸对峙……山下有禹墟及禹会邨，又山半有聚仙台……”[23]，反映此时禹墟之名已通行

开来。但《江南通志·輿地志·古都邑》述及“当涂”时，援引“应劭曰：禹所聚会涂

山，侯国是也，旧有当涂县。”只言“聚会涂山”，未提及禹墟。

就第二条史料看近世郦学研究集大成的成果《水经注疏》已对郦道元《注》做了

两点补正：一在“《吕氏春秋》曰……为嫁娶日也”下，有“会贞按：今《吕氏春秋》

无此文，《汉志》当涂，顔《注》引应劭曰：禹所娶塗山氏国也。《书·益稷》曰：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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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涂山，辛壬癸甲。《说文》：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皆吕说之证。”传统史学

《疏》不破《注》，因为作《注》的依据有失传的可能性，不宜轻易否定，只能以作《

疏》时的所见给以补充。二将“禹墟”改为“禹聚”，注：“朱讹作‘娶’，戴、赵

改‘墟’。守敬按《初学记》八引《帝王记》‘当涂县有禹聚’，则此‘娶’乃‘聚’

之误。王莽改当涂为山聚，盖因县有涂山，又有此聚也，禹聚当即下禹墟”[24]。

今见《初学记·州郡部·淮南道第九》有：“禹聚  秦墟 《帝王纪》曰禹会涂山，

扬州之域，当涂县有禹聚。《水经注》曰：洛涧北历秦墟，下注淮，已上濠州。”[25]

“禹聚”又见《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均引《帝王世纪》。晋初皇甫谧所撰

《帝王世纪》十卷，在唐宋以前颇受重视，见于隋、唐至宋正史的《经籍志》、《艺

文志》，推测北宋时已佚一卷，南宋已无传本[26]，所以《初学记》援引的原文已不可稽

查。今仅见从《太平寰宇記》等书中录出的辑本，存当涂县有“禹娶之地”之说。如徐

宗元《帝王世纪辑存》有：“禹会诸侯于涂山，在《禹贡》扬州之域。今九江当涂县有

禹娶之地，今邑界有当涂故县存，即汉旧县，后废。”（《寰宇记》卷一二八引《帝王

纪》）今标点本《太平寰宇記》濠州鍾離縣“涂山”引《帝王纪》文字同，但仅标记“

禹会诸侯于涂山”七字为《帝王纪》之文，从《初学记》、《佩文韵府》等援引看，今

标点本的标点不够准确。

《水经注》“禹墟”一辞为戴震、赵一清误改，杨守敬的推断是有道理的。所以

误“聚”为“墟”，或与怀远县一带还有曾为戍所的“秦墟”有关，《水经注》“洛涧

北歴秦墟”下，熊会贞按：“《梁书·武帝纪》普通五年，剋魏秦墟，即此，在今怀远

县西南。”而“禹聚”即禹村，《说文· 部》“聚，会也，从 取声，一曰邑落曰

聚。”段注：“邑落谓邑中村落”。又，《史记·五帝本纪》也有“一年而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述，正義曰：“聚，謂村落也”。在历史上当涂正有“禹

村”，《太平御览》收录“《太康地记》曰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娶也，山西南又有禹

村，盖禹会诸侯于涂山，在《禹贡》扬州之域，今九江当涂县有禹娶之地……”[27] 

禹“娶于涂山”也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话题，从上述熊会贞按所引《说文》看，至

迟到汉代已影响到民俗，不仅如此《史记·外戚世家》有：“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

之君，非独内徳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

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已；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

《汉书·外戚列传》则以“殷之兴也以有娀及有莘”与“夏之兴也以涂山”并

提，在传世文献中，往往引述此说，多简化为“殷之兴也以有莘”[28]，流传很广，大

都是以此论证三代之兴亡不仅取决于君王，和后妃的关系也很大。我们知道传说有娀

氏女简狄为殷契之母，“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先商族开始兴起；汤娶有莘氏女，

得伊尹，终成灭夏大业。姜原是后稷之母，大任是文王之母，可见“夏之兴也以涂

山”的“涂山”，严格地说所指不是涂山之地，而是涂山之女，含义并非指涂山为禹

兴之地，而是将禹娶涂山定位为该族兴盛的开端。

四　蚌埠禹会村遗址与中华文明探源

在蚌埠涂山，概括了“禹娶”、“禹会”的“禹墟”之说能够长久流传，表明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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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无源之水。一种可能是蚌埠涂山确实是禹的故地，《水经注》的“禹墟”虽为后人误

改，应劭所谓“禹虚”却渊源有自，犹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的“太皞之虚”、“

祝融之虚”、“颛顼之虚”，其名很古，并非东汉才出现，只是目前尚缺乏证据。

另一种可能是在广阔的中华大地，文明不是从一个中心发展起来的，有着类似外

部条件的地方，就会发生类似的星星之火，尤其是气候变化、洪水的发生是大面积发生

的，先民们总结出的规避洪水的方法及相类的后果，也会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或先后出

现，如今已在余杭良渚遗址群的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一个庞大水利系统的重要线索，在

登封王城岗也有与“治水”传说相关的新发现[29]均可为证，在淮河流域正是约当大禹时

代的距今4100年前后，气候湿润、降雨量增加“长时间高水位的影响，淮河及其支流河

道淤塞，水位继续抬高，导致淮河流域全流域的洪水灾害”[30]，这一时期这里的龙山文

化先民必然实施了一系列抗御水灾的办法，像“大禹治水”一样，有失败的教训，也有

成功的经验，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终于保证了在这里生存、发展下去。直到文明时代，

淮河像黄河一样，也常有水患，所以大禹治水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至今

仍是我们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行乡土教育的“富矿”。

在《大清一统志》中，收录了存在于四十六个府（州）的一百一十余座尧舜禹庙，

遍及现在河北、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湖北、湖南、四

川、广东、广西等省。其中尧庙（祠）廿一座，建于十六个府（州）；舜庙廿六座，建

于十七个府（州）；禹庙七十一座，建于三十五个府（州），历代禹纪念性建筑的远远

超过了尧舜，也超过一个古族生息、繁衍、迁徙之地。在“文明探源预研究”文献课题

结题报告，曾介绍学界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禹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进

程……近年学术界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末次冰期后的高温期，而高温期中的

环境突变事件成为文化跃进的更大推动力，在我国以中原为中心广大地区，这个环境突

变发生在距今四五千年间，正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代”，这决定了禹虽然是夏后氏的

自出之祖，却与商周两代的先公王亥、上甲；公刘、太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有很大不

同，在历史上虽然都实有其人，传说中的大禹已经成为走过“洪水时代”先民中，杰

出的领袖人物的代表，而远远超越了一个古族祖神的地位，就此而言，与自商代开始

奉为农神的后稷——周人先公弃相近[31]。从周人冬祭乐歌开篇即为“信彼南山，维禹甸

之”[32]，《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刘子曰：美哉禹功，

明徳逺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

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可见在周代大禹已经被视为华夏族的共祖。

还可以对比一下商汤，尧舜禹汤是上古经常并称的圣王，载于《大清一统志》中，

祭祀汤的庙宇共四十三座，建于十四个府（州），集中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值

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为“禹汤庙”以伯益、伊尹配[33]，山西祁县、万泉县、长子县、闻

喜县等地是因汤有“桑林之祷”，所以设汤庙祈雨[34]，而在怀庆府“汤庙凡十有一，其

在大淅山者，即古桑林地，[元]郝采麟有记”[35]这表明在民间，关系民生的传说人物和上

古君王尤其受到重视，所以大禹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很多地方流传，并不一定意味着那

里是禹的发祥地。

所以传说中的“禹合诸侯”之地是否能确认在安徽蚌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禹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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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证实了我们祖先确曾经历过洪水时代，先民们如同鲧、禹的传说那样，一代又一代

子承父志，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终于走了过来；还证实在这过程中，在突破血缘组织的

界限，建立更高一级的社会机体、推动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这是标志

着人类进步的事件，在口耳相传的历史中被概括为“大禹治水”和“禹会诸侯”。不仅

如此，这一切已经展现出“高温期中的环境突变事件”——洪水，成为文化跃进“推动

力”的某些迹象，进一步深入开展禹会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究，发掘、收集、缀合、

诠释这些迹象的碎片，通过多学科的协作，科学地、具体地展示淮河中游文明化的进

程，将会大大的推动中华文明的探源研究。

五　小结

（1）禹会诸侯，戮防风氏的古史传说包含有可信历史的核心，且为中华文明形成

过程中，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会诸侯之地在传世文献中，多认为即今蚌埠之涂山。

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研究成果表明，证明这一地区在夏王朝建立以前确曾经历过洪水

时代，并发生过类似“禹会诸侯”的大型盟会祭祀活动。

（2）传统史学将夏视为中华大地进入文明以后的第一个王朝，但半个多世纪以

来，已有史学家提出在夏王朝建立以前“还有一个虞朝”，即虞舜时代文明的发展已出

现了质变，禹正是虞舜时代一位重要代表人物[36]，禹会村遗址的时代及前所未见的丰富

内涵，正与此暗相呼应，对于具体探索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与进程有重要意义。

（3）传说不是信史，传世文献在写作、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讹误，所以引证文献

资料首先要准确解读，同时进行可信性考察，尤其是涉及传说时代历史，即使《史记》

的记述，也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只有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和对古代社会科学的认识，把握

古史传说真实历史内核，才能为构建可信的传说时代历史奠下坚实的基础。

2012年11月17日初稿

2014年1月3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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